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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以社会交换理论与社会学习理论为基础，以工作

投入为中介和人际友好敏感性为调节，基于一个被调节的中介

模型探索了服务型领导对员工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的影响机

制。通过3个时间段11家酒店222份领导-下属配对问卷调查，

研究发现：（1）服务型领导对员工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2）员工工作投入在服务型领导与主动性顾客服务绩

效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3）员工人际友好敏感性对服务型

领导与员工工作投入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即

员工人际友好敏感性越高，二者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强；（4）员工

人际友好敏感性对服务型领导与员工主动性服务绩效之间通过

工作投入的间接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即员工人际友

好敏感性越高，这种正向的间接关系就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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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服务业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开放式的操作体系

（opening operation system）与面对面的服务传递

（face-to-face service delivery）[1]，相较于客观因素，

员工服务过程中的态度与行为更能对顾客服务质

量的评价产生影响。在酒店行业，这种现象尤为明

显[2]。此外，顾客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服务生产，需求

变得多样化、个性化[1]，导致酒店企业通过向顾客提

供标准化、大众化的服务来提高顾客的满意度、忠

诚度变得愈发困难[3]。因此，为有效应对这种难题，

酒 店 管 理 者 在 提 高 员 工 角 色 内 绩 效（in- role

performance）的同时，更要对角色外绩效（extra-role

performance）予以更多关注，如员工的主动性顾客

服务绩效[4-5]。与一般意义的服务绩效不同，主动性

顾 客 服 务 绩 效 （proactive customer service

performance）指服务人员在服务过程中做出的超出

具体工作要求的服务行为，其具有自发性（self-

starting）、长期导向（long term oriented）、前瞻性

（forward looking）及持之以恒（persistence）的特点 [5]。

主动性高的员工能够发现各种有利于提高服务质

量的机会，事先估计顾客可能的需求，通过与其他

同事共同协作来为顾客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这种

积极的工作行为能够有效降低顾客期望与实际服

务质量之间的差距，进而显著提高顾客满意度和忠

诚度[6]。

已有研究指出，管理者的领导风格能够对员工

的工作态度、行为及绩效等产生深远影响 [7- 8]。然

而，文献回顾发现，较少学者探讨组织领导风格与

员工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之间的关系[9]，尤其是服

务型领导，一种与传统领导方式截然不同的管理风

格。服务型领导（servant leadership）作为一种超越

领导者自身利益的领导方式，强调服务他人的重要

性并且身体力行，即坚持“服务优先”（servant first）

而非“领导优先”（leader first）。他们把下属的需要、

发展放在首要位置，为下属的发展提供各种机会，

并为下属树立主动服务他人的榜样[10]。所以，这种

领导方式极有可能对下属的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

产生显著影响[11-13]。因此，本研究的第一个目的就

是探讨服务型领导与员工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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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系。在服务型领导对员工主动性顾客服务

绩效的影响机制中，除直接作用外，还存在更加复

杂的演变过程。为打开服务型领导与员工主动性

顾客服务绩效之间的“黑箱”（black box），本研究进

一步探讨二者之间的传导机制。从领导风格到员

工工作绩效的演变系统是复杂的、多元的，而已有

研究仅从认知或情感的某一方面探究服务型领导

与员工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 [14-15]，得出的结论难免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为弥补此方面的不足，本研究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16]和社

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17]，从员工生理

（physiology）、认知（cognition）和情绪（emotion）3个

方面对二者之间的中介机制进行研究，探讨员工工

作投入（work engagement）是否在服务型领导与员

工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组织行为学的研究，离不开对组织所处的情景

和 文 化 背 景 的 考 量 。 员 工 人 际 友 好 敏 感 性

（sensitivity to favorable interpersonal treatment），一

种特殊的人格特质，不仅反映了特定的文化背景，

其本身也是重要的组织情景变量，能够对领导风格

的影响程度产生影响[18]。因此，本研究的第二个目

的在于探究服务型领导对员工工作投入和主动性

顾客服务绩效影响的作用边界，即人际友好敏感性

是否调节服务型领导与员工工作投入之间的直接

关系及服务型领导与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之间通

过工作投入的间接关系。综上，本研究以员工工作

投入为中介和以人际友好敏感性为调节，构建了一

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来探究服务型领导对员工主

动性顾客服务绩效的作用机制。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服务型领导与员工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

服务型领导（servant leadership）指领导在管理

过程中通过服务他人，帮助下属获得发展机会，把

下属培养成优秀的服务者，进而使组织受益的领导

方式[10]。与其他领导风格不同，服务型领导的主要

动机是服务他人，帮助下属获得发展机会[10]，而不是

表明自己独有的地位或身份[19]。Liden等认为，服务

型领导是多维构念，包括概念化思考、授权、员工首

要性、关心员工心理健康、帮助员工发展、关心社区

利益、遵守道德准则7个维度[12]。已有研究发现，这

种积极的领导方式能够对员工的工作态度、工作行

为及工作绩效等产生积极的影响[11-15, 20-23]。

本研究认为，服务型领导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对员工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产生影响：（1）激发员

工主动进行顾客服务的动机。社会交换理论指出，

互惠规范（the norm of reciprocity）是人际交往的基

本原则，互动双方基于对方的付出而进行相应的回

馈是人际关系得以维持和进一步深化的根本。服

务型领导将服务下属，帮助下属成长看作首要目

标，为他们的发展提供多种机会。并且，服务型领

导在下属面前表现出友善、谦虚、真诚等态度[24]，这

些促使下属产生回报的义务感。因此，下属便表现

出符合组织期许的工作态度和行为等来对领导的

积极行为予以回报。下属主动为顾客提供服务的

动机便被激发，并积极地投入到顾客服务过程中，

通过获得高的顾客服务绩效来对领导的关心、重视

及认同等予以回报 [12- 13]。（2）树立学习与模仿的榜

样。根据社会学习理论，组织领导，这种威望高、地

位高和权力大的个体，极易成为下属学习和模仿的

榜样[17]。服务型领导将服务下属放在首要位置，其

目的不是单纯地实现自己或组织的目标，更重要的

是满足下属发展和成功的需要。因此，服务型领导

树立了主动服务他人的模范（role modeling），下属

便会学习和模仿[17]。于是，下属逐步习得服务他人

的行为，主动服务顾客的意识得以提高，慢慢发展

成为优秀的服务者。在顾客服务过程中，为顾客提

供高质量、个性化的服务 [10,12]。（3）提高员工工作主

动性与灵活性。适当授权是服务型领导最主要的

特征之一[12]，在此过程中，员工便觉知自身对于组织

的重要性，其责任意识便会增强，对服务顾客便会

有更高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此外，适当授权也提高

了员工对动态组织环境的应变能力，提高灵活性，

为及时应对顾客个性化的需求等提供支持。

基于以上论述，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H1：服务型领导对员工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具

有显著的正向预测效果。

1.2 工作投入的中介作用

工作投入（work engagement）指员工在组织角

色扮演时有关生理、认知及情绪方面的一种积极

的、愉悦的动机状态，包括活力（vigor）、奉献

（dedication）和专注（absorption）3个维度[25]。活力是

工作投入的生理维度，反映员工旺盛的精力和积极

的心理状态，充满活力的员工愿意付出更多努力，

遇到困难时选择坚持不懈；奉献是工作投入的认知

维度，反映员工对工作的认同感，体现了完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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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获得的成就感、自豪感；专注是工作投入的情绪

维度，反映了员工完全投入到工作中而无法抽离的

忘我状态。高水平工作投入的员工，对工作充满热

情，能体会工作本身的多重意义，倾向于投入大量

的时间和精力，获得高的工作绩效[25-27]。

本研究认为，工作投入在服务型领导与员工主

动性顾客服务绩效之间能够发挥中介作用。首先，

服务型领导能够提高下属的工作投入。社会交换

理论指出[16]，基于互惠、信任和相互依赖的基础，交

换双方会对另一方产生一定程度的义务感、回报

感。由于服务型领导关心下属，为他们提供发展机

会，帮助他们成长，因此，下属便通过高水平的工作

投入，履行组织角色期望和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等

对上级予以回报[28]。此外，根据社会学习理论，员工

倾向于将上级视作学习和模仿的榜样[17]。服务型领

导处于较高的地位，具有友善、谦虚及真诚等的优

秀品质，更重要地，服务型领导将服务他人当作第

一要务，为下属的成长、发展提供支持与帮助。因

此，服务型领导树立了主动服务他人的榜样，下属

通过观察、模仿及内化等，便对服务工作充满热情，

工作认同感、自豪感等得到增强，进而更加愿意积

极地投入到顾客服务工作中去[10,12]。

其次，工作投入能够对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产

生积极正向影响。这是因为：（1）高水平工作投入

的员工往往保持积极的心理状态和充沛的体力，友

好、谦逊及真诚等来自服务型领导的良好品质逐步

被内化，在服务过程中亦能持续保持微笑，耐心地

为顾客服务。对顾客的多样化需求予以积极响应，

主动地为顾客提供高质量、精细化的服务[25, 27]。（2）

高水平工作投入的员工对工作充满热情，且高的工

作绩效能给他们带来成就感、自豪感等[25]。因此，通

过主动地服务顾客，积极地响应顾客多样化、个性

化的需求，来获得高的服务绩效。这不仅有助于他

们的职业发展，而且也是对上级和组织的有益回

报。（3）高水平工作投入的员工对工作十分专注，往

往沉浸在本职工作中。他们将服务工作看作是愉

悦的体验而非沉重的负担 [26-27]，主动地为顾客提供

高质量的服务能够带给他们难以替代的满足感。

基于以上论述，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H2：工作投入在服务型领导与员工主动性顾客

服务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1.3 员工人际友好敏感性的调节作用

领导权变理论强调，领导影响力的准确理解离

不开对其所处环境的认识[29]。其中，员工对工作场

所人际关系的敏感程度是影响领导作用力重要的

情景因素。人际友好敏感性（sensitivity to favorable

interpersonal treatment）指员工对工作场所中有利的

人际互动关系的敏感程度[18]，反映了员工在认知和

情感方面对有利的人际互动关系的感知能力和反

应能力。高水平人际友好敏感性的员工更容易觉

察到有利的、友好的人际互动，也倾向于做出更强

烈的反应。而低水平人际友好敏感性的员工则较

难觉察到有利的、友好的人际互动，并且对已知的

有利人际互动所做出的反应也较弱。

本研究认为人际友好敏感性正向调节服务型

领导与员工工作投入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高水

平人际友好敏感性的员工更易觉察到工作场所中

友好的人际互动[18]。他们更易觉察到上级友善、谦

虚和真诚等品质，上级的关心、支持与帮助等也会

被铭记在心，服务型领导主动服务他人的行为也更

容易被觉察到。更重要地，他们会对这些友好的、

积极的人际互动予以积极回应，也更加愿意学习、

模仿领导的积极态度和行为，并通过增加工作投

入，满足组织对他们的角色预期及获得高的顾客服

务绩效等来对上级予以回报 [12-13]。相反，低水平人

际友好敏感性的员工较难觉察到友好的人际互动，

上级优秀的品质、积极的态度和行为等较难被他们

观察到，上级的关心、支持与帮助被视作理所当

然。此外，他们也不愿意学习、模仿领导的态度和

行为。因此，便难以通过增加工作投入和提高主动

性顾客服务绩效等来对上级进行回报。基于以上

论述，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H3：人际友好敏感性调节服务型领导与员工工

作投入之间的正向关系。员工人际友好敏感性越

高，服务型领导与员工工作投入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强。

1.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结合H2和H3，我们提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

应模型。人际友好敏感性高的员工对服务型领导

风格的感知度高，对服务型领导服务他人的学习、

模仿意愿及对领导进行回报的意愿较强，因此他们

的工作投入较易受服务型领导的影响。这便促使

服务型领导经由员工工作投入对主动性顾客服务

绩效的间接作用越强。反之，人际友好敏感性低的

员工对服务型领导风格的感知度低，对服务型领导

服务他人的学习、模仿意愿及对领导进行回报的意

愿较弱，因此他们的工作投入不易受服务型领导风

格的影响。这便导致服务型领导经由员工工作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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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对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的间接作用较弱。基于

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H4：人际友好敏感性调节服务型领导与员工主

动性服务绩效之间通过工作投入的间接关系。员

工人际友好敏感性越高，这种间接关系就 越强。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与调研过程

本研究调查对象为甘肃省兰州市 11家酒店的

基层管理人员与一线服务人员。为降低同源偏差

的影响，研究者分3个时间点并采用上级-下属配对

的样本数据收集方法 [30-31]，每次调查时间间隔均为

两个月。第一个与第二个时间点均由员工填写，第

一个时间点收集员工评价上级的服务型领导行为

及员工的社会人口信息，第二个时间点收集员工人

际友好敏感性与工作投入。第三个时间点收集员

工的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由员工的直接上级进行

评价。为保证数据准确配对，在问卷发放之前分别

对问卷进行编码，并附一份研究介绍，一并装入相

应的信封。研究者要求员工仔细阅读研究介绍并

决定是否参加该问卷调查，参与调查的员工被要求

将填好的问卷装入新的信封并进行密封以保护他

们的隐私。第一次共发放问卷 670份，回收有效问

卷 412份（有效率 61.49%）；第二次调查主要向第一

次调查中有效问卷的员工定向发放，回收有效问卷

261份（有效率 63.35%）；第三次调查由第二次调查

中有效问卷员工的直接上级进行填写，每位上级对

2~5名下属进行评价，共有77位管理人员参与调查，

平均每位管理人员评价 3.39位下属。第三次共发

放问卷 261 份，回收有效问卷 243 份（有效率

93.1%）。研究者将其与前两次调查问卷进行配对，

剔除无效问卷21份，最终得到222份有效配对问卷。

222份有效问卷中，68.9%为女性，占大多数；年

龄方面，20岁（含）以下占23.4%，21~30岁占42.3%，

31~40岁占21.2%，41~50岁占10.4%，51岁（含）以上

占 2.7%；受教育程度方面，高中（含）以下占 39.6%，

大专学历占 42.3%，本科占 9.0%，硕士及以上占

5.0%。参与调查的酒店中，4家为五星级，5家为四

星级，其余两家为三星级；民营企业占 5家，国有企

业占 3家，三资企业 2家，外商独资企业 1家。平均

成立年限为9.82年，平均客房数为217.82间（套）。

2.2 变量选取与测量

本研究采取3个步骤来确保测量工具的信度与

效度：（1）选取国外顶尖期刊相关文献的成熟量表；

（2）严格按照标准的翻译-回译程序来保证问卷翻

译的准确性；（3）根据研究目的与研究背景，聘请多

位专家学者对问卷的措辞进行适当修改，随后邀请

某一酒店人力资源部的两位经理与5位一线员工对

问卷内容进行评价（该酒店未参与之后的调查），获

得反馈意见，对问卷进行微调，使问卷内容更易被

理解，并形成最终的调查问卷。调查问卷的题项均

采用Likert 5维量表，除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采用

“1-从未”到“5-一直”外，其他均采用“1-完全不同

意”到“5-完全同意”。

（1）服务型领导

采用Ehrhart开发的量表对服务型领导这一构

念进行测量 [11]，由员工对他们的直接上级进行评

价。该量表共包含 14个题项，例如“我的上级优先

考虑下属的个人发展”等。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为0.84。

（2）工作投入

采用Schaufeli等开发的量表（UWES-9）对员工

工作投入进行测量[25]。该量表中，工作投入包括活

力、奉献及专注 3个维度，例如“工作时即使感到疲

劳，我也能很快恢复（活力）”“我对工作充满热情

（奉献）”及“当我工作时，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专

注）”等。根据Schaufeli等的建议[25]，本研究探究的

是员工整体上的工作投入，因此便按照单维度进行

分析。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79。

（3）人际友好敏感性

人际友好敏感性的测量采用Bunk和Magley开

发的量表[18]。由员工对自己在人际关系处理方面的

敏感性进行评价，该量表包含 3个题项，例如“我会

记得上级对我的尊重”等。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为0.68。

（4）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

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采用Raub和Liao修订的

量表[6]。由员工的直接上级参考下属日常工作中的

表现进行填写，该量表共包含 7个题项，例如“事先

估计顾客可能遇到的问题，并主动寻找解决办

法”等。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81。

（5）控制变量

本研究将员工的性别、年龄及受教育程度作为

控制变量加以控制，以排除它们对工作投入及主动性

顾客服务绩效的影响。此外，由于调查数据来自11

家不同的酒店，为排除酒店方面的因素对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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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影响，本研究建立10个虚拟变量对其进行控制。

2.3 统计方法与分析思路

本研究采用SPSS 22.0和AMOS 22.0对样本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1）首运用AMOS 22.0对本研究

的关键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考察各变量之间

的区分效度；（2）运用SPSS 22.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

统计分析，分析数据的特征及相关性；（3）运用

SPSS 22.0进行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的检验。此外，

为确保分析结果的准确性，研究者运用基于 Bias-

corrected的Bootstrapping方法分别对中介效应及调

节效应进行再次检验。

3 研究结果

3.1 区分效度检验

表1显示了本研究关键变量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结果①。分析结果显示，四因子模型的适配指数（χ2=

971.20，df=489，χ2/df=1.986，CFI=0.77，IFI=0.78，

RMSEA=0.067）优于其他替代模型。这说明，本研

究的4个变量在内涵与测量方面具有较好的区分效

度，的确是4个不同的构念。

3.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如表2所示，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与已有研究较一致，未出现异常值。表2也显示，服

务型领导与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正相关（r=0.27，

p＜0.01），为H1提供初步支持。工作投入与服务型

领导（r=0.35，p＜0.01）和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r=

0.36，p＜0.01）正相关，为H2提供初步支持。

3.3 中介效应检验

首先，本研究采用层级回归对工作投入在服务

型领导与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进

行检验。根据Baron和Kenny的建议[32]，中介效应存

在需满足3个条件：（1）自变量能够对因变量产生显

著影响；（2）自变量能够对中介变量产生显著影响；

（3）自变量与中介变量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中介变

量仍能够对因变量产生显著影响。此时，若自变量

的作用不再显著，则说明中介变量发挥着完全中介

的作用；若自变量的作用减弱但仍保持显著水平，

则说明中介变量发挥着部分中介的作用。从表3可

知，服务型领导与员工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显著正

相关（M6，β=0.33，p＜0.01），服务型领导与工作投

入显著正相关（M2，β=0.25，p＜0.01）。因此，H1得

到支持，且中介效应存在的前两个条件得到满足。

将服务型领导与工作投入同时置入到回归模型，结

果显示，工作投入对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具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M8，β=0.51，p＜0.01），而服务型领导

发挥的作用减弱（M8，β=0.2，p＜0.01），但仍保持显

著水平，说明工作投入在服务型领导与主动性顾客

服务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从表3还可以看

出，工作投入与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显著正相关

（M7，β=0.58，p＜0.01）。综上，H1与H2得到支持。

其次，本研究采用Bootstrapping的分析方法对

工作投入的中介作用进行验证。Bootstrapping摆脱

了变量之间间接效应必须遵循正态分布的前提假

设，因此相较于以往的 Sobel’s test 等方法，被认为

表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Tab. 1 The results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模型Model

四因子模型 four-factor model

三因子模型（a）three-factor model (a)

三因子模型（b）three-factor model (b)

三因子模型（c）three-factor model (c)

三因子模型（d）three-factor model (d)

二因子模型 two-factor model

卡方值

χ2

971.20

1055.38

1087.85

1181.76

1274.49

1380.58

自由度

df

489

492

492

492

492

494

卡方值/

自由度χ2/df

1.986

2.15

2.21

2.40

2.59

2.80

比较拟合

指数CFI

0.77

0.73

0.72

0.67

0.63

0.58

增值适配

指数 IFI

0.78

0.74

0.73

0.68

0.64

0.59

近似误差均

方根RMSEA

0.067

0.072

0.074

0.08

0.085

0.09

注：N=222。四因子模型：服务型领导、工作投入、人际友好敏感性、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三因子模型（a）：服务型领导、工作投入+人际友

好敏感性、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三因子模型（b）：服务型领导、工作投入、人际友好敏感性+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三因子模型（c）：服务型领

导、工作投入+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人际友好敏感性；三因子模型（d）：服务型领导+工作投入、人际友好敏感性、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二因子

模型：服务型领导+工作投入、人际友好敏感性+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

①为降低共同方法偏差，第二阶段“工作投入”与“人际友好敏感性”的测试项采用随机排列的方式。因此，便有可能导致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低于

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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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更好地检验中介效应的方法[33]。根据此方法，若

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不包含零，则说明间接效应达

到显著水平[34]，便存在中介效应。根据Edwards和

Lambert 的建议 [35]，本研究采用 Bias- corrected 的

Bootstrapping（5000）的分析方法。结果显示，服务

型领导对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的间接效应为 0.12，

在 95%的Bias-corrected置信区间为[0.07, 0.19]，不

包含零，说明服务型领导对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的

间接作用达到显著水平。因此，工作投入在服务型

领导与员工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之间发挥着部分

中介作用得到验证。H2得到进一步支持。

3.4 调节效应检验

为检验人际友好敏感性的调节作用，本研究采

用层级回归的方法进行分析。为避免多重共线性，

研究者在分析之前分别对服务型领导与人际友好

敏感性进行中心化处理[36]。分析结果如表 3所示，

服务型领导与人际友好敏感性的交互项能够对员

工工作投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M4，β=0.11，p＜

0.01），能解释 3%的变异（p＜0.01）。为更直观地观

察人际友好敏感性的调节作用，遵循Aiken和West

提出的方法[36]，研究者分别按照大于与小于人际友

好敏感性均值的一个标准差来绘制交互效应图（图

1）。从图 1可以看出，人际友好敏感性的调节效应

与H3一致。具体地，对于那些人际友好敏感性较

高的员工而言，服务型领导对员工工作投入的影响

表现得更加强烈（β=0.32，p＜0.01）；而对于那些人

际友好敏感性较低的员工而言，服务型领导对员工

工作投入的影响表现得较弱（β= 0.10，n.s.）。这表

明，人际友好敏感性的确能够发挥调节的作用。因

此，H3得到支持。

表3 层级回归分析结果

Tab. 3 The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截距项 Intercept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s

性别 Gender

年龄 Age

受教育水平 Education

Company 1

Company 2

Company 3

Company 4

Company 5

Company 6

Company 7

Company 8

Company 9

Company 10

服务型领导 Servant leadership

工作投入 Work engagement

人际友好敏感性 Sensitivity to

favorable interpersonal treatment

服务型领导×人际友好敏感性

Servant leadership×sensitivity to

favorable interpersonal treatment

F

ΔF

R2

ΔR2

工作投入Work engagement

M1

3.09**

0.07

0.05

0.10*

-0.21

0.10

0.07

0.11

0.55**

0.36**

-0.01

0.22

0.09

-0.01

4.11**

4.11**

0.20

0.20

M2

2.26**

0.07

0.04

0.09*

-0.27*

0.04

-0.02

0.03

0.39*

0.20

-0.17

0.14

-0.03

-0.01

0.25**

5.59**

19.99**

0.27

0.07

M3

1.39**

0.04

0.03

0.08*

-0.28*

0.01

0.00

0.09

0.39**

0.16

-0.17

0.17

-0.05

0.08

0.26**

0.23**

6.67**

18.76**

0.32

0.12

M4

1.66**

0.07

0.03

0.08*

-0.27*

0.02

-0.04

0.12

0.40**

0.13

-0.14

0.16

-0.09

0.04

0.21**

0.20**

0.11**

7.01**

8.44**

0.35

0.03

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Proactive customer service performance

M5

3.50**

-0.07

0.00

0.04

-0.09

0.18

-0.09

0.28

0.13

-0.01

0.42*

0.22

0.09

0.22

1.30

1.30

0.08

0.08

M6

2.40**

-0.06

0.00

0.03

-0.17

0.11

-0.21

0.19

-0.09

-0.22

0.22

0.12

-0.06

0.21

0.33**

2.55**

17.55**

0.15

0.07

M7

1.70**

-0.11

-0.03

-0.02

0.03

0.12

-0.14

0.22

-0.19

-0.22

0.43*

0.10

0.04

0.22

0.58**

4.62**

44.33**

0.24

0.16

M8

1.25**

-0.10

-0.03

-0.02

-0.03

0.08

-0.20

0.17

-0.29

-0.32

0.30

0.05

-0.05

0.22

0.20**

0.51**

4.89**

32.18**

0.26

0.11

注：N=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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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被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研究者运用Edwards和Lambert的调节-中介程

序对H4进行检验[35]。如表4所示，服务型领导对于

员工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的间接作用在人际友好

敏感性不同的水平上表现出显著差异（Δβ= 0.17，

p＜0.01）。具体地，对那些人际友好敏感性较高的

员工而言，这种间接效应更加强烈（β=0.18，p＜

0.01），而对于那些人际友好敏感性较低的员工而

言，这种间接效应却不明显（β=0.01，n.s.）。因此，H4

得到支持。进一步地，从表4可以看出，第一阶段表

现出显著的调节效应（Δβ=0.39，p＜0.01）。也就是

说，对于那些人际友好敏感性较高的员工而言，服

务型领导能够对员工工作投入产生更加强烈的影

响（β=0.40，p＜0.01）；但是，对于那些人际友好敏感

性较低的员工而言，这种影响却不那么强烈（β=

0.01，n.s.）。因此，H3得到进一步支持。分析结果

也表明，人际友好敏感性不会调节员工工作投入与

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之间的关系（Δβ=-0.04，n.s.），

也不会调节服务型领导与员工主动性顾客服务绩

效之间的直接效应（Δβ=-0.11，n.s.）及总体效应

（Δβ=0.06，n.s.）。综上，调节路径分析支持了人际友

好敏感性调节了服务型领导与员工主动性顾客服

务绩效之间的间接效应（H4），同时，也支持了人际

友好敏感性显著调节了服务型领导与员工工作投

入之间的关系（H3）。因此，H4得到验证，H3得到进

一步支持。

4 结论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采用222份上级-下属配对数据，探究了

服务型领导与员工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之间的关

系，尤其是工作投入的中介作用和人际友好敏感性

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服务型领导对员工主

动性顾客服务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效果；（2）

工作投入在服务型领导与员工主动性顾客服务绩

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3）员工人际友好敏感

性对服务型领导与工作投入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

的正向调节作用，员工人际友好敏感性越高，二者

间的正向关系越强；（4）员工人际友好敏感性对服

务型领导与主动性服务绩效之间通过工作投入的

间接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员工人际友好

敏感性越高，这种正向的间接关系就越强。

图1 人际友好敏感性对服务型领导与员工工作投入之间关

系的调节作用图

Fig. 1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ensitivity to favorable
interpersonal treatment to servant leadership and work

engagement

表4 调节路径分析

Tab. 4 The results of moderating path analysis

调节变量Moderator

低人际友好敏感性（-1标准差）Low sensitivity

to favorable interpersonal treatment (-1 S.D.)

高人际友好敏感性（+1标准差）High sensitivity

to favorable interpersonal treatment (+1 S.D.)

组间差异Group difference

服务型领导(X)→工作投入(M)→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Y)

Servant leadership(X)→Work engagement(M)→Proactive customer service performance(Y)

阶段Phase

第一阶段

The first phase

(PMX)

0.01

0.40**

0.39**

第二阶段

The second phase

(PYM)

0.48**

0.44**

-0.04

效应Effect

直接效应

Direct effect

(PYX)

0.29*

0.18

-0.11

间接效应

Indirect effect

(PYMPMX)

0.01

0.18**

0.17**

总效应

Total effect

(PYX+PYMPMX)

0.30

0.36**

0.06

注：N=222。PMX：从服务型领导到工作投入；PYM：从工作投入到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PYX：从服务型领导到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低人际

友好敏感性指低于人际友好敏感性均值的一个标准差，高人际友好敏感性指高于人际友好敏感性均值的一个标准差。组间差异性检验是基

于Bias-corrected的Bootstrapping(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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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理论贡献

（1）验证了服务型领导对员工主动性顾客服务

绩效的正向影响，为员工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提供

新的解释途径。一方面，本研究对酒店行业领域内

的服务型领导研究进行了拓展。在酒店行业，以往

的研究主要探究服务型领导对员工服务质量[23, 37]、

工作绩效[38]、组织（品牌）公民行为[21, 39]等的影响，较

少研究其与服务绩效的关系[14]，对主动性顾客服务

绩效的研究就更少。另一方面，本研究也对已有的

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的研究进行补充。虽然主动

性顾客服务对顾客满意度、忠诚度及组织运行与发

展等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国内外对此方面的研究仍

比较缺乏。与已有研究不同[3, 6, 9]，本研究从积极的

领导风格入手，采用时间滞后与配对问卷的研究设

计，大大提高了服务型领导与员工主动性顾客服务

绩效之间正向关系的可信度。

（2）引入工作投入作为中介变量，发现了服务

型领导与员工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之间的传导机

制。与以往单一的理论框架不同，本研究从社会交

换与社会学习理论视角来解读服务型领导对员工

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的影响机制。基于互惠原则，

在服务型领导存在的组织环境中，下属通过增加工

作投入，获得高的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来对上级予

以回报。其次，通过个体行为与人际互动，服务型

领导向下属表明哪些态度和行为是恰当的、规范

的，是与组织目标一致的，这成为下属学习与模仿

的对象，并逐步被内化。于是，员工更加认可、热爱

本职工作，在服务过程中更加专注、投入，主动地为

顾客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本研究也丰富了社会交

换和社会学习理论，为深入理解服务型领导对员工

主动性服务绩效的作用机制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

理论框架。

（3）检验人际友好敏感性的调节作用。本研究

一方面为员工工作投入交互模型提供实证支持，另

一方面也进一步挖掘了员工人际对待敏感性在组

织中的作用边界，即人际友好敏感性在员工主动性

顾客服务过程中同员工个体、管理者之间的互动关

系。此外，本研究对服务型领导有效性边界条件的

探讨，同样丰富了服务型领导作用机制的研究。

4.3 实践意义

（1）研究结果显示，服务型领导能够有效提升

员工的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这为酒店管理者如何

提升员工的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提供新的思路。

一方面，酒店管理者需要摒弃传统的自上而下的领

导方式，转而采用服务型领导这种“服务优先”

（servant first）而非“领导优先”（leader first）的管理

策略；另一方面，酒店企业在管理人员招募、晋升及

开发等多个环节，要尽量选择那些有服务型领导风

格特征的候选人[9, 14]。酒店高层管理者也要进行适

当的“服务式管理”，允许并鼓励服务型领导的管理

方式，逐步培养组织主动性服务氛围。通过这些措

施，不断提高一线服务人员的工作投入，提升主动

性顾客服务绩效。

（2）研究表明，工作投入在服务型领导与员工

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的作

用。这就显示了通过提高工作投入，进而提升主动

性顾客服务绩效的重要性，如通过实行服务型领导

风格来提高员工的工作投入。此外，保持组织奖惩

公平性、透明性，合理、科学的晋升机制，定期的职

业技能培训等都有助于增强员工对服务工作的

投入[3]。

（3）研究发现，高的人际友好敏感性能够增强

服务型领导与工作投入间的直接关系及服务型领

导与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间的间接关系。这就启

示酒店管理者在招募环节，聘用一些人际友好敏感

性高的员工。而对人际友好敏感性低的员工，酒店

管理者需对他们进行适当的教育、培训，增强他们

对于友好人际对待的认知，并提高他们的感知能

力、反应能力，促使服务型领导的积极影响发挥最

大效果。

4.4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局限性：（1）本研

究中，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的测量采用员工直接上

级的主观评价，因此可能存在真实性和准确性等的

偏差，未来的研究可采用客观评价指标，提高研究

结果的准确性。（2）员工工作投入发挥了部分中介

作用，说明存在其他的中介机制。未来的研究可运

用其他理论，进一步探究服务型领导与员工主动性

顾客服务绩效之间的传导机制。（3）本研究所有的

数据均来自中国文化背景，限制了研究结论的外部

效度。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在其他文化背景下对

本研究的结论进行再次检验，提高普适性。（4）本研

究仅探究个体层面的主动性顾客服务绩效，而个体

层面往往难以自动转化为团队或组织层面。所以，

未来的研究可以构建多层次服务型领导模型，来探

究服务型领导如何提升团队或组织的主动性顾客

服务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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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rvice industry is characterized by opening operation systems and face-to-face service

delivery, in which front- line service employees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can make great influence on

customers  satisfaction and loyalty. In addition, because of the unpredictable and rapidly changing

nature of customers’needs and expectations, employees’initiative and proactive behavior in service

delivery play an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role for customersevaluation of service encounters and service

organizations profitability and growth. Therefore, the topic of how to enhance front- line service

employeesinitiative and proactive customer service behavior has becoming extremely meaningful, both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Given this and the significant impact of leadership styles on employees'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in our study, we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vant leadership and

hospitality service employees proactive customer service performance. Meanwhile, drawing on social

exchange theory and social learning theory, we investigate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work engagement in

this relationship. Furthermore, we also examine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ensitivity to favorable

interpersonal treatment in strengthening the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vant leadership and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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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agement and the in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vant leadership and proactive customer service

performance via work engagement.

Data for this research was collected from full-service hotels located in the capital city (Lanzhou)

of Gansu province of China. Thirty-six hotel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study and eleven of them agreed. Then, three surveys were conducted with three waves of data

collection to reduce the concerns of common method bias. Using this time-lagged data, we found that

servant leadership positively influences service employees  proactive customer service performance.

Employees work engagement partial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vant leadership and their

proactive customer service performance. Furthermore, our findings also indicated that sensitivity to

favorable interpersonal treatment strengthens the direct effect of servant leadership on work

engagement and the indirect effect of servant leadership on proactive customer service performance via

work engagement such that these relationships are stronger when sensitivity to favorable interpersonal

treatment is high than low.

Our study has several theoretical and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On the one hand, our study extends

servant leadership literature by taking proactive customer service performance into consideration,

which also provides a new measure of how to enhance front- line employees  service performance.

Based on social exchange theory and social learning theory, we also find an effective mediator (i.e.,

work engagemen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vant leadership and proactive customer service

performance. Meanwhile, the boundary condition for this relationship was also found. On the other

hand, to improve proactive customer service performance, hospitality organization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servant leadership management styles and employees work engagement. Furtherm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mployeessensitivity to favorable interpersonal treatment should also be improved to

enhance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servant leadership on work engagement and proactive customer service

performance. Finally, several limitations of our research are discussed to provide meaningful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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